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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涉及企业、贫困户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扶贫模式,因
而,为提高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实现可持续减贫目标,关键是要求企业、贫困户和地方政府三方

之间协同合作,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将企业、贫困户和地方政

府作为利益相关的整体统一于一个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产业扶贫中“企业-贫困户-地方政府”三
方的演化博弈模型,着重分析在产业扶贫中多元主体的行为选择是如何进行演化博弈以及影响多

元主体行为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哪些,以期找到实现可持续减贫的长期演化路径。研究发现,一方

面,三方的行为策略是相互影响的,即企业的策略选择会受自身因素及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贫困

户的策略选择主要受自身因素及企业和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而政府的策略选择与企业和贫困户

的策略选择无关,仅受自身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演化博弈中三方可以达到“企业积极扶

贫、贫困户主动参与、政府监督”的理想模式,以实现可持续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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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ustrialpovertyalleviationisapovertyalleviationmodelinvolvingthe
jointparticipationofenterprises,poorhouseholdsandgovernments.Therefore,in
ordertoimprovetheallocationefficiencyofpovertyalleviationresourcesand
achievethegoalofsustainablepovertyreduction,thekeyistorequirecooperation
amongenterprises,poorhouseholdsandlocalgovernmentstoform ahealthy
ecologicalcirculationsystem.Basedontheevolutionarygametheory,enterprises,
poorhouseholdsandlocalgovernmentsareintegratedintoananalysisframeworkas
awholeofinterest.Byconstructingtheevolutionarygamemodelof“enterprise-
poorhousehold-localgovernment”inindustrialpovertyalleviation,thispaper
focusesontheanalysisoftheevolutionarygameprocessofthemultiplesubjects’
behaviorchoiceinindustrialpovertyalleviationand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
behaviorchoiceofmultiplesubjectsinordertofindthelong-termevolutionpathto
realizesustainablepovertyreduction.Itisfound,ontheonehand,thatthe
behaviorstrategiesofthethreepartiesinteractwitheachother.Thatistosay,the



strategicchoiceofanenterpriseisaffectedbyitsownfactorsandthechoiceof
governmentstrategy,andthestrategicchoiceofpoorhouseholdsismainlyaffected
bytheirownfactorsaswellasthestrategicchoiceoftheenterprisesandthe
governments,butthechoiceofthegovernment’sstrategyisnotrelatedtothe
choiceofthestrategyoftheenterpriseandthepoor.Itisonlyaffectedbyitsown
factors.Ontheotherhand,inthelong-termevolutionarygame,thethreeparties
canachievetheidealmodelof“activepovertyalleviationbytheenterprises,active
participationofthepoorhouseholds,andthegovernmentsupervision”toachieve
thesustainablepovertyreduction.
Keywords:industrialprecisionpovertyalleviation;evolutionarygame;sustainable
povertyreduc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扶贫作为一种“造血式”扶贫,因其灵活

性、可持续性而被广泛推广。从产业扶贫的微观

主体构成看,产业扶贫既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

和责任,也不是企业简单的独立的帮扶行动,而是

一个涉及政府、企业和贫困户等多元主体相互融

合的扶贫模式。但是,由于产业扶贫尚处于探索

阶段,相应的机制设计仍不完善,所以在产业扶贫

中多元主体会出现偏离可持续减贫的一些行为表

现,诸如企业利用项目名义骗取国家的扶贫资金、
贫困户群体的主动参与意愿不强、地方政府的越

位和缺位等。胡振光等认为当前产业扶贫在实施

中出现了目标偏离和实践变形,即多元主体(包括

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组织和贫困户)的互动异化为

政府主导下的被动参与[1]。孙兆霞通过对贵州产

业扶贫的调查,发现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因

为缺乏村庄社会性参与及村庄公共平台的承接与

运作,往往会导致扶贫目标偏移、贫困差距拉大、
加速村庄原子化溃败以及降低农民对政府的政治

信任等后果[2]。许汉泽等以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

目为例,发现产业扶贫在实践中存在“精英俘获”
“弱者吸纳”、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

担”、规模化经营不善以及后续维护缺失等问题,
进一步指出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与扶贫济困的

社会道德逻辑的矛盾将会增加产业扶贫项目失败

的风险[3]。黄承伟等指出精准扶贫时期产业扶贫

的实践困境,如产业扶贫中的“唯经济效益论”、忽
视贫困群体的主体地位、精英俘获现象普遍、技术

或能力培训的“有用无效”等[4]。邢成举以广西产

业扶贫为例,指出当前产业扶贫最为突出的问题

是产业扶贫的相关主体将扶贫资源、资金和项目

视为实现个体利益的私人资源,且相对强势的地

方政府、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等结成了分割

扶贫资源的利益联合体[5]。
因而,为使产业扶贫真正做到造血式扶贫以

提高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进行合理的机制

设计,以形成三方之间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局

面,是产业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之一。
事实上,产业扶贫可看做是企业、贫困户群体

和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博弈过程。由于“各参与扶

贫的主体行为都是多次发生的,且博弈方往往通

过不断获取同行、对方及外界(特别是政府)的信

息来改变自己原有的策略”[6],可见,产业精准扶

贫是一种典型的演化过程。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的大部分研究

是针对产业精准扶贫各参与主体的行为进行静态

和动态博弈分析的。如张培源等通过构建静态博

弈模型,分别分析了产业扶贫中政府与企业、政府

与贫困户、企业与贫困户之间的关系[7]。又如,徐
龙顺等通过构建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与贫困群众、上级政府与贫困群众、贫困群众和非

贫困群众的静态博弈模型,阐述精准扶贫中存在

问题的根源,并提出实现精准扶贫健康发展的建

议[8]。近年来,演化博弈理论也在产业扶贫中得

到一定的应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闫东东

等借助产业扶贫模式,分别建立龙头企业群体之

间以及政府部门和龙头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

型,对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中的行为进行分

析[9]。又如,付江月等基于演化博弈视角,对奖惩

机制下产业扶贫中的企业和贫困户的行为进行了

博弈分析[10]。可见,以往文献中,无论是静态博

弈、动态博弈还是演化博弈,大多是基于产业扶贫

中两大主体的分析,目前尚没有研究将三方纳入

一个统一的模型框架中。因而,以产业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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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为基础,运用演化博弈

理论,构建“企业-贫困户群体-地方政府”三方

的博弈模型,分析三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和利益关

系,寻找演化稳定策略,以期找到实现可持续减贫

的长期演化路径。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

是研究视角比较独特,从微观主体的良性互动视

角探析产业扶贫实现可持续减贫的路径。已有的

研究多是从产业本身出发即中观层面研究产业扶

贫的模式。二是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产业扶贫中企

业、贫困户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基于演化

博弈理论,将三大扶贫主体融入到一个模型中,构
建“企业—贫困户群体—地方政府”的三方博弈模

型,以寻求三者之间长期利益均衡机制。

二、博弈主体的行为界定与说明

产业扶贫中的博弈主体主要有三个:参与扶

贫的企业、贫困户群体和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①,
且各主体的目标函数不同。接下来,以一种代表

性的产业扶贫模式为例,描述三大主体的策略

选择。
首先,企业可供选择的策略为:“积极参与”和

“消极参与”。假定企业“积极扶贫”的行为表现

为:严格按照项目预算建设生产基地,认真经营管

理产业扶贫项目;吸纳一定比例的贫困户到基地

务工,并组织相应的技术培训;按照贫困群体既定

的投资入股比例进行利润分红。反之,企业“消极

扶贫”的表现为:企业实际的投资比名义上的投资

少,利用政府的扶贫资金、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等

政策进行扶贫之外的经营活动;吸纳贫困人口到

基地务工,但不组织培训活动,且不按贫困户投资

入股的资产比例进行分红。
其次,贫困户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考虑,其纯策

略选择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假定“主动

参与”的行为表现为:脱贫的主动性和热情较高,
主动到基地务工,积极参加各种技术培训活动,以
政府的扶贫资金或政府的贴息贷款、土地等资产

投资入股。反之,“被动参与”的行为表现为:脱贫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等靠要”的福利依赖思

想严重,尽管贫困户会到基地务工,也以土地等资

产投资入股,但工作的热情不高,个人劳动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没有被充分调动,不参加各项技术培

训活动,将更多的时间用来休闲娱乐。
再次,政府的纯策略选择为:“积极监督”和“放

松监督”。“积极监督”策略,指地方政府在贯彻中

央政府扶贫政策的过程中积极作为,包括对企业和

贫困户两方的监督管理。“放松监督”策略,指地方

政府在整个扶贫过程中不作为,即,不论企业积极

扶贫还是消极扶贫,政府既没有奖励也不进行惩

罚,对主动参与的贫困户也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

三、模型假设与参数设置

假设1:参与主体为企业、贫困户群体和地方

政府,且均具有有限理性,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为目标。
假设2:如果企业采取“积极扶贫”策略,那么

积极扶贫的总投资为I,当贫困户群体主动参与

时,项目的总收益记作R1;当贫困户被动参与时,
项目的总收益记作R2。如果企业采取“消极扶

贫”策略,那么消极扶贫的总投资记作I′,当贫困

户群体主动参与时,项目的总收益为R3;当贫困

户群体被动参与时,项目的总收益为R4。
假设3:企业积极和消极扶贫时的利润分红

比例记作μ/μ′,其中,μ=I/(I+M),μ′=I′/(I′+
M)。这里,M 为贫困户群体以土地等资产投资

的入股额。当企业积极参与扶贫时,无论地方政

府是否监督,企业都会按(1-μ)的比例给贫困户

群体分红;当企业消极扶贫时,如果地方政府监

督,企业会按(1-μ′)比例分红,否则,企业不分

红。为简化分析,假定不进行分红的企业全部侵

占贫困群体的资产收益,记作N。
假设4: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企业均会获得

来自政府的一定的政策支持,如,配套资金、低息

贷款、税收优惠等,记作P。而且,积极扶贫的企

业还能获得企业的社会形象提升等额外收益,记
作t。

假设5:贫困户到基地务工的基本工资为

w②。主动参与脱贫的贫困人口除了获得基本工

资外,还会获得来自企业和政府的奖金提成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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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地方政府指最容易了解和掌握贫困户和企业情况和信息的基层政府,如,县、镇(乡)政府和村两委。有时,也称基层政府

或政府。因而,在本文中,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会做特别强调说明。
贫困户在基地务工的劳动力成本会在计算中约掉,为简化公式,劳动力成本就不予考虑。



励。J/J′分别表示企业积极扶贫/消极扶贫时给

予贫困户的奖金提成,其中,J>J′。s′表示政府

给予的奖励。而且,长期看“主动参与”的贫困人

口还可以通过参加企业或政府举办的技术培训活

动,个人的技术水平(h1)和劳动力的素质(h2)得
到提升,这些额外的正向收益记作h1/h2。这是

能够实现可持续减贫的重要变量之一。
假设6:采取“被动参与”策略的贫困户,由于

“要我脱贫”思想严重,工作上表现为消极怠工的

态度,所以不仅不能获得奖金的激励,而且个人的

技术水平和素质也没有改善,因而在基地务工时

只能够获得基本工资w。然而,被动参与的贫困

户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会获得一定的效用

水平U1。
假设7:贫困户以土地等资产投资入股。假

定所有贫困户投资入股到企业的总股本为 M,贫
困户是否获得分红取决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策略

选择。
假设8:政府对企业的扶贫行为进行监督的

成本记作C1;C2 为政府对贫困户进行管理的成

本;s/F 表示企业积极/消极扶贫时政府给予的奖

励/惩罚。另外,假设企业消极扶贫时被政府发现

的概率为λ(0<λ<1)。基层政府放松监督时被

上级政府发现的概率为θ(0<θ<1),遭受到上级

政府的惩罚记作F′。
假设9:U 为政府积极监督所带来的形象提

升(如,公信力增强等)。V/K 分别表示企业积极

和消极扶贫时社会福利的增加/降低。即,若企业

积极扶贫会加速全社会脱贫进程,则会给社会带

来好的影响,记作V;反之,若企业消极扶贫,尽管

短期企业可能获得超额利润,但会对社会产生负

效应,诸如扶富不扶贫、精英俘获等现象,则对社

会造成的利益损失记作K。

四、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

在前文界定的演化博弈中,企业、贫困户和地

方政府三者之间的博弈组合共有8种。基于以上

假设和参数,可以得出企业、贫困户和地方政府在

8种策略组合下的各自收益。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贫困户和政府的三方博弈矩阵表

策     略 收益(依次为企业、贫困户和地方政府)

(积极扶贫,主动参与,监督)
R1-I+P+s+t
w+J+h1+(1-μ)R1+s′
U+V-C1-C2-s-s′

(积极扶贫,主动参与,放松监督)
R1-I+P+t
w+J+h1+(1-μ)R1
V-θF′

(积极扶贫,被动参与,监督)
R2-I+P+t+s
w+(1-μ)R2+U1

U+V-C1 -C2-s

(积极扶贫,被动参与,放松监督)
R2-I+P+t
w+(1-μ)R2+U1

V-θF′

(消极扶贫,主动参与,监督)
R3-I′+P+N-λF
w+J′+h2+s′+(1-μ′)R3
U-K-C1-C2+λF-s′

(消极扶贫,主动参与,放松监督)
R3-I′+P+N
w+J′+h2
-K-θF′

(消极扶贫,被动参与,监督)
R4-I′+P+N-λF
w+(1-μ′)R4+U1

U-K-C1-C2+λF

(消极扶贫,被动参与,放松监督)
R4-I′+P+N
w+U1

-K-θF′

  在多元主体博弈的初始阶段,假设在参与扶 贫的企业群体中采取“积极扶贫”策略的企业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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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比例为x,则采取“消极扶贫”策略的企业所

占群体比例为1-x;在贫困户群体中采取“主动

参与”策略贫困户所占群体比例为y,则采取“消
极参与”策略的贫困户所占群体比例为1-y;在
地方政府群体中采取“监督”策略的政府所占群体

比例为z,则采取“放松监督”策略的政府所占群

体比例为1-z。这里,0<x<1,0<y<1,0<z
<1。

则,由表1可知企业采取“积极扶贫”和“消极

扶贫”策略的期望收益Ex1、Ex2及企业群体混合

策略的平均收益Ex 分别为:

Ex1=(R2-I+P+t)+y(R1-R2)+zs (1)

Ex2=(R4-I′+P+N)+y(R3-R4)-zλF
(2)

Ex =xEx1+(1-x)Ex2 (3)

  同理,贫困户选择“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
策略的期望收益Ey1、Ey2及贫困户群体混合策略

的平均收益Ey 分别为:
Ey1=[w+J′+h2+z(1-μ′)R3]+x[(J-J′)+(h1-h2)+(1-μ)R1-z(1-μ′)R3]+zs′

(4)

Ey2=x[w+(1-μ)R2+U1]+(1-x)[w+U1+z(1-μ′)R4] (5)

Ey =yEy1+(1-y)Ey2 (6)

  类似地,地方政府选择“监督”和“放松监督”
策略时的期望收益Ez1、Ez2及地方政府的混合策

略的平均收益Ez 分别为:

Ez1=x(U+V-C1-C2-s)+(1-x)(U-K-C1-C2+λF)-ys′ (7)

Ez2=x(V-θF′)+(1-x)(-K-θF′) (8)

Ez=zEz1+(1-z)Ez2 (9)

  根据 Malthusian方程,企业选择“积极扶贫”
策略的数量增长率等于期望收益Ex1与平均收益

Ex 之差[11]。即,由式(1)~式(3),可以得到企业

群体采取“积极扶贫”策略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F(x)=dxdt=x(Ex1-Ex)=x(1-x)(Ex1-Ex2)=x(1-x){y[(R1-R2)-(R3-R4)]+

[(R2-I)-((R4-I′+N)]+t+z(s+λF)} (10)

  同理,可得贫困户群体和地方政府的动态复

制方程,整理后得:

G(y)=dydt=y(Ey1-Ey)=y(1-y)×

(Ey1-Ey2)=y(1-y){(J′+h2)+
x[(J-J′)+(h1-h2)+(1-μ)×
(R1-R2)-U1]+(1-x)×
[z(1-μ′)(R3-R4)-U1]+zs′}

(11)

H(z)=dzdt=z(Ez1-Ez)=z(1-z)×

(Ez1-Ez2)=z(1-z)×
[(U-C1-C2)-xs+
(1-x)λF+θF′-ys′] (12)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11],如果博弈主

体所采取的某一策略为稳定状态,则企业、贫困户

群体和地方政府选择该策略的概率x、y、z需要

满足以下条件:

F(x)=0,且췍F(x)
췍x <0

G(y)=0,且췍G(y)
췍y <0

H(z)=0,且췍H(z)
췍z <0

  在动态复制方程的基础上,分别对参与博弈

的三方采取策略的演化路径及稳定性进行分析。
(1)扶贫企业采取策略的演化稳定性分析

令 F(x)=0,可 得 x=0,x=1,y=
[(R2-I)+t+zs]-[((R4-I′)+(N-zλF)]

(R3-R4)-(R1-R2)
。 若

y=
[(R2-I)+t+zs]-[((R4-I′)+(N-zλF)]

(R3-R4)-(R1-R2)
,

则F(x)≡0,即对所有x 都为稳定状态,也就是

说无论企业选择“积极扶贫”策略还是“消极扶贫”
策略的比例如何,其策略都不会随时间发生改

变[12]。若

y≠
[(R2-I)+t+zs]-[((R4-I′)+(N-zλF)]

(R3-R4)-(R1-R2)
,

令F(x)=0,得x=0,x=1是x 的两个稳定点。
即参与主体扶贫企业如果选择积极扶贫策略或消

极扶贫策略,“只要没有出现改选策略的突变体,
则其策略就会稳定在积极扶贫或消极扶贫策略

上”[12]。
有 以 下 两 种 情 况: 当 0 <

[(R2-I)+t+zs]-[(R4-I′)+(N-zλF)]
(R3-R4)-(R1-R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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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췍F
췍x x=0

<0,췍F췍x x=1
>0,故x=0为稳定

点,这时,扶贫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是“消极扶

贫 ”; 当 0 < y <
[(R2-I)+t+zs]-[((R4-I′)+(N-zλF)]

(R3-R4)-(R1-R2) <

1时,췍F
췍x x=0

>0,췍F췍x x=1
<0,故x=1为稳定点。

即扶贫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是“积极扶贫”时,存
在 0 < y <
[(R2-I)+t+zs]-[((R4-I′)+(N-zλF)]

(R3-R4)-(R1-R2)
<1。

由此可见,企业的演化策略会同时受到企业

自身和政府策略的影响,但是与贫困户策略选择

关系不大。因而,如果积极参与扶贫的企业的获

得的利润额越大及企业形象提升越高,且政府对

积极参与扶贫企业的奖励额度s越大,那么,企业

会倾向于选择“积极扶贫”策略。与此同时,如果

企业消极扶贫时利润额越低,且企业侵占贫困户

的资产收益额与政府一旦发现的惩罚额度越接

近,即(N-zλF)较小时,企业也会倾向于选择“积
极 扶 贫 ” 策 略。 这 时 有 0 < y <
[(R2-I)+t+zs]-[((R4-I′)+(N-zλF)]

(R3-R4)-(R1-R2) <

1,即企业倾向于从“消极扶贫”策略转向采取“积
极扶贫”策略。

(2)贫困户采取策略的演化稳定性分析

当G(y)=0时,有稳定点,y=0,y=1,和

x= U1-zs′-J′-h2-z(1-μ′)(R3-R4)
(J-J′)+(h1-h2)+(1-μ)(R1-R2)-z(1-μ′)(R3-R4)

。

  若令α=J′+h2+z(1-μ′)(R3-R4),则,x

= U1-zs′-α
J+h1+(1-μ)(R1-R2)-α

。

若x= U1-zs′-α
J+h1+(1-μ)(R1-R2)-α

,则G(y)

≡0,即对所有y都为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无论贫

困户选择“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的比例如

何,其策略都不会随时间发生改变。

若x≠ U1-zs′-α
J+h1+(1-μ)(R1-R2)-α

,令G(y)

=0,得y=0,y=1是y 的两个稳定点。有以下

两 种 情 况: 当 0 < x <
U1-zs′-α

J+h1+(1-μ)(R1-R2)-α<1
时,췍G
췍y y=0

<0,

췍G
췍y y=1

>0,故y=0为稳定点,即贫困户的演化

稳 定 策 略 是 “被 动 参 与 ”; 当 0 <
U1-zs′-α

J+h1+(1-μ)(R1-R2)-α<x<1时,췍G
췍y y=0

>0,췍G췍y y=1
<0,故y=1为稳定点。即贫困户群

体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主动参与”时,存在0<
U1-zs′-α

J+h1+(1-μ)(R1-R2)-α<x<1
。

由以上分析知,若贫困户群体通过闲暇娱乐

获得的效用水平U1 越低,主动参与脱贫时获得

的额外收益J+h1 越多,以及当企业采取“积极扶

贫”策略时,贫困户主动和被动参与时利润分红差

额越大(1-μ)(R1-R2),和政府对主动参与的贫

困 户 的 奖 励 额 度 s′ 越 高,则 会 存 在 0<

U1-zs′-α
J+h1+(1-μ)(R1-R2)-α<x<1

,即这时贫困

户群体的策略选择倾向于从“被动参与”向“主动

参与”演化。
(3)地方政府采取策略的演化稳定性分析

令 H (z)=0,可 得 z =0,z =1,y

=U-C1-C2-xs+
(1-x)λF+θF′

s′
,

若y=
U-C1-C2-xs+(1-x)λF+θF′

s′
,则

H(z)≡0,即对所有z都为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无

论地方政府选择“监督”策略还是“放松监督”策略

的比例如何,其策略都不会随时间发生改变。

若y≠
U-C1-C2-xs+(1-x)λF+θF′

s′
,令

H(z)=0,得z=0,z=1是z的两个稳定点。有

以 下 两 种 情 况: 当 0 <
U-C1-C2-xs+(1-x)λF+θF′

s′ <y<1 时,

췍H
췍z z=0

<0,췍H췍z x=1
>0,故x=0为稳定点,即地

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是{放松监督};当0<y<
U-C1-C2-xs+(1-x)λF+θF′

s′ < 1 时,

췍H
췍z x=0

>0,췍H췍z x=1
<0,故z=1为稳定点。即,

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是{监督}时,存在0<y

<U-C1-C2-xs+
(1-x)λF+θF′

s′ <1。

由以上分析知,政府是否采取“监督”策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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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督成本C1 与C2,政府对企业和贫困户的

奖惩额度,政府积极作为时的形象提升程度以及

政府放松监督时遭受的惩罚θF′等因素有关。当

政府积极监督的形象提升越大,监督成本C1 和

C2 越低,对企业的惩罚力度F 越大,对企业和贫

困户的奖励s和s′越小,以及本级政府放松监督

时遭受上级政府的惩罚θF′越高,这时存在0<y

<U-C1-C2-xs+(1-x)λF+θF′
s′ <1,即地方

政府的演化策略倾向于从“放松监督”转向“监
督”。

五、三方共同作用的演化

策略稳定性分析

  由于演化博弈中的复制动态方程系统反映的

是群体的动态,因而,由单个复制动态方程求出的

均衡点不一定 是 系 统 的 演 化 稳 定 策 略。根 据

Friedman(1991)的结论,三方共同作用的演化均

衡点的稳定性需要进一步分析系统的雅可比

(Jacobin)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具体来说,可由三

方的动态复制方程得到雅可比矩阵,即[6],

J=
J11 J12 J13
J21 J22 J23
J31 J3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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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于本文着重阐释产业扶贫中如何通过多元

主体的协调配合实现可持续减贫的问题,因此主

要分析E8(1,1,1)点的稳定性。
将x=1,y=1,z=1,代入式(13),进一步地,

可以得到E8(1,1,1)点所对应的雅可比矩阵。
根据矩阵性质,若假设E8(1,1,1)点为稳定

点,则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即,

 
-[(R1-I)-(R3-I′+N)+t+s+λF]<0
-[h1+J+(1-μ)(R1-R2)-U1+s′]<0
-[(U-C1-C2-s-s′)+θF′]<

ì

î

í

ï
ï

ïï 0
这时,企业—贫困户—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

{积极扶贫,主动参与,积极监督}策略。而且,上
文分析发现,在由多方主体构成的演化博弈中,单

个主体的策略选择除了考虑自身的影响因素外,
同时还会受到其他两方的共同作用和影响。

(1)企业采取“积极扶贫”策略的影响因素

当(R1-I)+s+t>(R3-I′)+(N-λF),即
企业积极扶贫的收益超过消极扶贫的收益时,企
业会倾向于选择“积极扶贫”策略。那么影响企业

采取“积极扶贫”策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企业自身的获利情况。当企业积极扶贫

赚取的利润超过消极扶贫的利润,即(R1-I)>
(R3-I′)时,企业倾向于采取“积极扶贫”策略。
因而,对于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企业而言不能把

扶贫当做企业单纯的公益行为,而是要将扶贫和

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从而做到社会责

任的履行和赚取利润相统一。尽管短期看,企业

消极扶贫可能暂时获得较高的利润,但是这种消

极扶贫行为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的。而且,一旦

被政府发现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另外,尽管企业

一开始雇佣贫困户的成本较高,但是随着贫困人

口掌握技能的不断熟练,企业的长期雇佣成本是

下降的。因而,从长期看,如果企业将扶贫和企业

的长远战略结合起来,企业积极扶贫获得的长期

利润总额将会远远超过企业消极扶贫的短期

暴利。
二是政府的监督及奖惩机制。这就要求:一

方面加强政府监督,健全扶贫领域的政府监督体

系,这里主要指基层政府对参与扶贫企业的监督;
另一方面在基层政府严格监督的同时,奖罚机制

的设计也应适当。否则,尽管政府有监督,但是奖

惩的力度s和(N-λF)非常小时,可能会出现企

业消极扶贫的收益超过积极扶贫收益的情况,即
有不等式(R1-I)+t+s<(R3-I′)+(N-λF)
成立。可见,在政府严格监督的情况下,只有当奖

励额度s(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足够大,或
者对消极扶贫的企业惩罚额度很高,一般情况下

要超过企业侵占的贫困户的资产收益,即有(N-
λF)<0时①,这时才能激励企业遵守承诺采取

“积极扶贫”策略。
三是企业积极扶贫获得的企业形象的提升。

短期看,企业形象t的提升并不明显,但是,在演

化稳定策略的长期博弈中,如果企业采取“积极扶

贫”策略,那么t的提升将会非常显著,而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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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长t会越大。因而这一变量也是影响企业长期

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此外研究还发现,如果政府放松监督,且企业

只看重短期的获利情况时,由于t短期不显著,且
政府的奖惩缺失,即企业既不会因侵占贫困户资

产收益而受到处罚,也不会因积极扶贫而获得政

府奖励时,那么大多数企业会选择背弃当初“积极

扶贫”的承诺,进而选择“消极扶贫”。这正是对均

衡点E1(0,0,0)进行稳定性分析时可能得到的演

化稳定策略。
(2)贫困户群体采取“主动参与”策略的影响

因素

当[h1+J+(1-μ)(R1-R2)-U1+s′]>0,
即贫困户主动脱贫的收益(包括来自企业的奖金

提成、企业的利润分红、政府对个人的奖励及个人

能力和素质的提升)超过被动参与的收益(诸如企

业的利润分红、更多的闲暇娱乐获得的效用水平)
时,贫困户会积极主动参与脱贫。具体来看,影响

贫困户群体采取“主动参与”策略的因素有以下

方面。
一是贫困户自身的因素h1 和U1,即贫困户

参与企业扶贫个人能力和素质提升程度以及更多

的时间用来闲暇娱乐获得的效用水平。若h1 越

大,U1 越小,则贫困户越倾向于采取“主动参与”
策略。反之,若贫困户通过闲暇娱乐获得的满意

度越高,则他们越倾向于采取“被动参与”策略。
二是企业因素J、(1-μ)R1 和(1-μ)R2,即

贫困户主动脱贫时获得的奖金提成、利润分红以

及被动参与时获得的利润分红。如果主动参与的

项目收益超过被动参与时的分红收益,即J+(1
-μ)R1>(1-μ)R2 时,那么贫困户越倾向于采

取“主动参与”策略。而且,项目收益的变化既影

响企业的决策又影响贫困户的决策,进而改变演

化博弈的结果,特别是当企业积极扶贫同时贫困

户主动脱贫的项目收益R1 越大时,企业越趋向

于采取“积极扶贫”策略,贫困户也越趋向于采取

“主动参与”策略,这时双方的积极性都被较好地

调动起来。
三是政府的因素,即政府对主动参与的贫困

户的奖励额s′。理论上s′越大,激励效果越明显。
但考虑到政府的监管成本以及为防止贫困户“搭
便车”现象,该奖励可以是象征性的定额补贴,不
宜过高。而且在“政府-企业”已经形成良性循环

的情况下,贫困户群体会愿意选择主动参与,以获

得更多的收入。因此,政府在保证收益的同时可

以适当加大对贫困户的奖励,以鼓励贫困户主动

参与。
因而,当贫困户主动脱贫的收益(包括来自企

业的奖金提成、企业的利润分红、政府对个人的奖

励及个人能力和素质的提升)超过被动参与的收

益(诸如企业的利润分红、更多的闲暇娱乐获得的

效用水平),即,h1+J+(1-μ)R1+s′>(1-μ)

R2+U1 时,贫困户会积极主动参与脱贫。
(3)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监督”策略的影响

因素

若政府积极监督管理的收益与政府管理监督

成本及奖励补贴之差超过政府放松监督时所遭受

的惩罚,即U>C1+C2+s+s′-θF′时,则政府会

选择“监督”策略。
一是政府的收益U,诸如政府公信力提升、获

得来自于企业的税收、良好的社会风气等。若政

府获得的收益U 越大,则就越倾向于采取“积极

监督”策略。
二是政府对企业和贫困户的监管成本及奖励

额度。若政府的监督成本C1+C2 越小,政府越

倾向于采取“积极监督”策略。在扶贫工作的早

期,政府对企业以及贫困户的监督成本较高,但是

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相应体制机制的不断

完善,政府的监督成本会不断降低。比如随着精

准扶贫的不断推进,贫困户建档立卡,政府对贫困

户的管理成本会不断降低。另外,对企业和贫困

户的奖励s+s′等也归于成本的范畴,因而,出于

成本的考虑,奖励的额度不宜过高,需要地方政府

作出综合权衡。
三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管及惩罚力

度,即θF′。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管越严

格,且一旦发现“放松监督”惩罚额度越高,甚至超

过政府进行监管的收益与成本之差,则下级政府

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监督”策略。因而,需要构建

政府间的严格的监管体制。这时,下级政府为规

避上级政府较高的处罚成本以及树立良好的公众

形象,必然会对参与扶贫企业严格把关,而企业为

了将损失降到最低,会选择积极参与扶贫,并获得

一定的利润,同时,若政府和企业的策略组合是

{监督,积极扶贫},则贫困户群体的最优策略是

“主动参与”。可见,三方之间既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又出于社会环境考虑,形成闭环良性生态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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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在产业精准扶贫的演化过程中,影响参与主

体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任一个参与主体的策略

选择发生变化,都会使其他两个参与主体的损益

情况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他们的策略选择。因而,
在制定策略时,要考虑影响博弈主体收益的主要

因素,通过控制这些因素的变化来引导他们选择

所期望的策略。
第一,由参与扶贫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可知,

企业的策略选择主要受自身的利润和政府策略选

择的影响,与贫困户的策略选择关系不大。如果

积极参与扶贫的企业获得的利润额越大及企业形

象提升越高,而消极参与扶贫的企业赚取的利润

额越低,并且政府对积极参与扶贫企业的奖励额

度s越大,同时对消极扶贫企业的惩罚额度越高,
且与企业侵占的贫困户资产收益额越接近,即(N
-zλF)很小甚至为负数时,这样能够使x的值趋

向于1,即在参与扶贫的企业群体中提高企业选

择“积极扶贫”策略的比例。
第二,由贫困户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可知,贫

困户的策略选择主要考虑自身利益因素和企业的

策略选择。如果贫困户群体通过闲暇娱乐获得的

效用水平U1 越低,主动参与脱贫时获得的额外

收益J+h1 越多,以及当企业采取“积极扶贫”策
略时,贫困户主动和被动参与时利润分红差额(1
-μ)(R1-R2)越大,这时会促使y的值趋向于1,
即在贫困户群体中提高贫困户选择“主动参与”策
略的比例。

第三,由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可知,政府

的策略选择主要受自身的成本和收益的影响,与
企业和贫困户的策略选择关系不大。当政府积极

监督的形象提升越大,监督成本C1 和C2 越小,对
企业的惩罚力度F 越大,对企业和贫困户的奖励

s和s′越小,以及本级政府放松监督时遭受上级

政府的惩罚θF′越高,这样会促使z的值趋向于

1,即在地方政府群体中提高政府选择“监督”策略

的比例。
第四,通过对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求解发现,

当满足一定条件时所构建的博弈系统收敛于E8

(1,1,1),即E8(1,1,1)是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
这表明,在长期的演化博弈中,三方可以达到“企
业积极扶贫、贫困户主动参与、政府监督”的理想

模式,以实现可持续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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